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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维持社会公平规范的利他性行为, 第三方惩罚在儿童的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 但其背后的动机究竟是

惩罚违规者还是帮扶受害者, 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本研究借鉴第三方惩罚的独裁者博弈范式设计了两个实验, 实验

一(N=109)探查了7~10岁儿童在有利不公平条件下第三方惩罚行为的动机及其年龄发展特征, 实验二(N=122)进一

步明晰在不利不公平情境下儿童第三方惩罚动机的表现. 结果发现, 多数7~10岁儿童在面对不公平分配时都愿意

付出代价, 做出维护公平公正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且背后动机多指向帮助性的扶弱动机. 此外, 7~9岁儿童第三方惩

罚动机的发展轨迹受不公平类型的影响表现出两种模式, 而9岁后发展轨迹趋于一致, 即惩恶动机逐渐显现增多,
与扶弱动机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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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曰: 路见不平, 所以按剑[1]. 挺身而出, 帮助受害

者的侠义行为古已有之, 时至今日仍作为维持社会公

平和人际合作的重要辅助存在. 此类个体付出代价以

惩罚与自己无关的违规行为[2], 心理学上称之为第三

方惩罚(third-party punishment, TPP). 第三方惩罚行为

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人际合作及得失博

弈等多种情境中[3~5]. 作为提升公平, 保障社会组织运

作的有效方式[2], 第三方惩罚不仅能保障社会稳定和

谐, 提升组织的影响力及地位, 还可以敦促成员遵守规

则[6,7], 提高个体声誉和未来合作的可能[8]. 国家层面的

正义之举(如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和个人维度的惩恶扶

弱等正能量行为均是第三方惩罚的体现. 因此, 探查儿

童的第三方惩罚行为对培养新时代个体的公共担当和

责任意识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已有研究发现了

年龄[9~11]
、情绪[12]

、共情[13]
、惩罚成本[14]和社会文

化[15]等因素在个体第三方惩罚行为中的影响作用, 但

关于上述因素影响作用的结论不尽一致. 如, 面对受害

者时, 共情能显著预测个体的第三方惩罚行为[16]. 在共

情所包含的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共情关注

(empathy concern)、想象力(fantasy)与个人痛苦(perso-
nal distress)4个成分中[17], 尤以共情关注能显著促进与

他人的社会联结, 在第三方惩罚中, 预测作用更为突

出[13]. 然而, 在第三方惩罚的具体形式上, 一些研究发

现, 共情关注较强的个体在第三方惩罚时倾向于帮助

和补偿弱者[18,19]; 另有研究发现, 个体共情关注越强,
越倾向于惩罚违规者[20]. 这些差异结果指向一个共同

的机制——第三方惩罚中惩罚者的动机, 即第三方惩

罚是为了惩恶, 还是扶弱?
第三方惩罚行为背后的动机有两种: 一种是惩恶

动机, 表现为第三方个体惩罚违规的分配者, 以增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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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者之后遵守规范的可能性[21]; 另一种是扶弱动机,
该动机表现为第三方个体关注弱者的利益, 通过利他

性的补偿行为帮助弱者. 在对成人的研究中发现, 惩罚

者自己是受害者(第二方)时, 他们会表现出扶弱动机;
但是惩罚者变为第三方时, 他们的惩恶动机会显著增

强[22]. 成人的其他状态中也可能存在惩恶动机, 例如,
急性应激状态中的成人, 在面对“惩罚违规者” “帮助受

害者”和“维护自我利益”3个选项时,倾向于选择惩罚违

规者[23], 表现出惩恶动机. 在资源分配中, 相较于惩罚

分配不公的违规者, 成人更偏向为弱者提供自身资源

的帮扶行为[24]. 有研究进一步表明, 扶弱者被认为拥有

更优秀的道德品质, 且更容易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合作

伙伴[8]. 同时, 不同类型的不公平情况对第三方惩罚动

机存在影响, 不公平包括有利不公平和不利不公平两种,
有利不公平是指对分配者自身有利的自私分配方案, 不

利不公平指对分配者自身不利的分配, 也称为慷慨条

件[25]. 有研究发现, 经历过有利不公平分配后, 被试的第

三方惩恶动机表现为扶弱动机; 而在经历不利不公平的

分配后, 被试则展现出惩恶动机[26]. 上述成人第三方惩

罚的动机研究结果为理解儿童第三方惩罚机制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参考; 尤其是成人中的经济博弈任务, 为该

领域内有限的儿童实证研究贡献了经典的实验范式. 与

成人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第三方惩罚行为相比, 虽然儿童

的社会经验和学习有限, 但他们的第三方惩罚行为并非

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 惩罚动机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

的调节作用[3]. 澄清儿童第三方惩罚背后的动机不仅是

国民道德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16], 也有助于学校更准

确有效地引导儿童做出更多利他行为. 因而, 面对有利

不公平和不利不公平两种情境, 儿童第三方惩罚行为

及其背后的动机差异将是本研究考察的重要科学问题.
诸多研究发现, 儿童很早就能表现出惩罚, 且随着

年龄增长, 在惩罚模式上会有所变化. 婴儿在8个月出

现第三方惩罚的倾向[27]; 19个月的婴儿对反社会的个

体采取消极行为[28].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对公平的感

知也有所变化, 在儿童早期, 儿童出现对不利不公平的

厌恶; 到了儿童中期, 进一步发展出对有利不公平的厌

恶[29], 并能够针对有利不公平实施第三方惩罚[10]. 6岁
儿童面对违反公平规范的行为, 不论是在不利不公平

条件下, 还是在有利不公平条件下, 均能够进行付出成

本的第三方惩罚[9,10,30]. 然而, 对于儿童第三方惩罚背

后的动机以及随年龄发展的模式, 尚存争议. 新近研究

发现, 中国学龄儿童在实施第三方惩罚时会考虑接受

者的反应, 关注弱者的利益[31], 这一发现在较多违规情

境中都得到了印证. 如在面对偷盗事件的第三方惩罚

中, 相较于惩罚违规者, 中国学龄前儿童会优先考虑保

护受害者权益[32]. 而在美国儿童中, 当面临“惩罚违规

者”还是“补偿受害者”问题时, 儿童虽然对“补偿受害

者”评价更高[33]. 但真正实施第三方惩罚时, 6~9岁儿童

第三方惩罚行为多为“惩罚违规者”, 即表现为惩恶动

机[25]. 研究者推测这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 西方个体主

义文化强调个体利益、权利和机会的均等, 并由此孕

育出保障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逻辑: 契约精神和规

则意识. 维护规则和契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惩戒违规

行为, 而考虑当事者身份和收益的扶弱会被认为是对

契约的蔑视. 儿童研究的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 在同时

拥有“帮助受害者”和“惩罚违规者”两个选择时, 西方儿

童会直接选择惩罚违规者[25], 且对违反规则的内群成

员的惩罚标准比对外群体更严厉[34]. 这说明西方儿童

第三方惩罚的惩恶动机的确有个体主义文化的烙印.
反观集体主义文化, 其更强调维持人际关系的合作与

共赢[35], 中国儿童因此而偏好使用帮扶弱者的第三方

惩罚[32]. 综上, 基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重义扶弱”
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慈善事业大量对“弱”的援助倡导,
本研究推测, 中国学龄儿童第三方惩罚背后的动机更

可能倾向于扶弱.
综上, 本研究借鉴能引发第三方惩罚的独裁者博

弈范式[9,10,25,36]设计了两个实验, 实验在分配情境中展

开. 实验一探讨在有利不公平分配情况下, 7~10岁中国

儿童的第三方惩罚动机及年龄变化的模式. 实验二进

一步明晰在不利不公平分配条件下, 儿童第三方惩罚

动机模式是否发生改变. 改编后的第三方惩罚范式包

括分配者、接受者和第三方(被试), 其中分配者完全不

公的分配方案(4-0, 0-4)以及接受者无权反抗均能直接

诱发第三方(被试)的“惩恶”与“扶弱”动机. 此外, 为保

证实验设计和结论良好的生态效度, 研究中接受者和

分配者均采用真人照片, 实验工具和实验录像取自日

常教学材料, 正式施测也在真实学校场景中进行.

1 实验一: 有利不公平情况下儿童的第三方
惩罚动机

1.1 研究方法

1.1.1 被试

采用G*Power3.1软件进行功效分析(power an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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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显示: 取效应量d=0.50, 显著性水平α=0.05, 当被试

数量达到69人时, 卡方检验才能达到95%(1–β)的统计

检验力. 本研究选取山东省临沂市某小学1~4年级7~10
岁109名小学生. 各年龄组人数及年龄为: 7岁组25人
(女生12人, M=6.96, SD=0.31), 8岁组28人(女生15人,
M=8.09, SD=0.29), 9岁组29人(女生14人, M=8.98,
SD=0.32), 10岁组27人(女生13人, M=10.13, SD=0.30).
所有被试以往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任务. 实验进行前

获得儿童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1.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4(年龄: 7、8、9、10岁)×2(动机类型条

件: 惩恶、扶弱)的两因素被试间设计. 年龄和动机类

型条件为自变量, 因变量为被试的第三方惩罚选择(惩
罚或补偿). 分配中获得较多本子一方被定义为“恶”,
分得较少本子一方被定义为“弱”; 惩恶的操作指标为

被试选择惩罚分配选项两次及两次以上, 扶弱的操作

指标为被试选择补偿分配选项两次及两次以上. 被试

在实验中共接受6个试次[9,36]: 3个公平试次和3个有利

不公平试次. 在公平试次中, 分配者保留2个本子, 分配

给接受者2个本子(2-2). 由于有利不公平程度对最终结

果的影响较小[37],因此本研究依据文献[25,37]确定了4-
0的极端有利不公平分配模式: 分配者自己保留4个本

子, 分给接受者0个本子(4-0). 公平试次和不公平试次

按照拉丁方设计的顺序呈现.
对每个试次的分配结果, 被试可以选择不干预分

配结果, 即接受, 也可以选择付出1个本子的代价干预

分配结果, 包括惩罚和补偿两种选择(表1). 被试选择惩

罚, 则分配者和接受者的本子数量都将变为0本; 被试

选择补偿, 则分配者和接受者的本子数量都变为4本.
不论选择惩罚还是补偿都视为被试做出了第三方惩罚

行为.
1.1.3 实验程序

本实验采用有第三方惩罚的独裁者博弈范

式[9,10,25,36], 一方为分配者, 另一方为接受者, 第三方为

被试. 被试进入施测教室后, 主试先收集其人口学信息.
之后, 进行第三方惩罚动机的实验. 具体程序如下.

(1) 熟悉阶段. 第一步, 被试观看分本子游戏视频

(为了便于儿童理解, 视频中将独裁者范式博弈称为“分
本子游戏”), 且观看过程中, 被试需记住分配规则: 总共

有4个本子分给分配者和接受者, 分配者决定分配结果,
接受者不能反对.视频结束后,主试询问控制问题(谁能

决定如何分配本子? 小莉能分配本子吗? 小美决定了

如何分配后, 如果小莉不同意, 还能改变结果吗?), 确

保被试明白游戏规则. 若被试未通过控制问题时, 主试

引导其重新观看视频后, 再次回答控制问题, 如被试连

续3次回答错误, 则终止实验.
第二步, 被试观看关于选项解释的视频, 并呈现3

个实物箱子, 询问儿童绿、红、橙箱子分别代表什么

意思(以橙箱为例, 在你来之前, 她们把本子带回家了

吗? 选择橙色的箱子, 小美和小莉各自会得到几个本

子?), 只有回答内容完全与视频含义一致, 才视为控制

问题通过. 绿色箱子中放入13个本子作为被试拥有的

成本[10], 但具体数量不告知被试.
第三步, 数量展示. 针对1、2年级学生进行具体数

量的提问, 以确保他们可以理解数量以及数量代表的

含义.
(2) 正式测试阶段. 第一步, 主试呈现公平分配(2-

2)和有利不公平分配(4-0), 每种分配方式各呈现3个试

次. 之后, 主试询问被试在6个试次中的选择. 若被试的

选择是惩罚或者补偿, 均需在自己的成本中取出1个本

子, 投入到对应箱子中作为第三方惩罚付出的代价. 实
验中告知被试第三方选择仅影响分配者和接受者对应

试次收益, 以往试次收益不受影响. 被试具体选择及对

应变化见表1.
第二步, 完成所有试次后, 被试带走绿色箱子中的

剩余本子, 不能带走红色和橙色箱子中的本子(实验开

始时, 已告知被试).
1.1.4 实验材料和范式

(1) 第三方惩罚的成本——本子. 本实验中被试所

实施的第三方惩罚需要付出一定代价. 为保证第三方

惩罚中代价操作的有效性, 选取了不参与研究的80名
学生对本子、橡皮和笔进行喜爱度投票, 统计结果显

示, 本子为学生中等程度喜爱的物品.
(2) 标有提示语的箱子有3个(图1). 箱子用于被试

做出接受、惩罚和补偿3种选择时投放本子. 为保证色

盲或色弱儿童顺利完成实验, 箱子标有文字提示语, 色
盲或色弱儿童可通过提示明确箱子含义; 儿童进行选

表 1 被试选择以及对应变化
Table 1 Selection of subjects and corresponding changes

被试选择 被试成本 分配者收益 接受者收益

接受→ 绿箱 成本不变 收益不变 收益不变

惩罚→ 红箱 扣减1个本子 变为0本 变为0本

补偿→ 橙箱 扣减1个本子 变为4本 变为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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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时, 将本子直接投入至对应的箱子, 无须说出箱子的

颜色.
(3) 提前录制好的实验视频有两个. 视频1介绍第

三方惩罚的独裁者博弈范式及其规则. 视频中分配者

和接受者与被试同性别. 视频2, 介绍箱子的用途以及

接受、拒绝和补偿3种选择的规则及具体意义.
1.1.5 编码与计分

对被试最终的选择倾向类型进行编码和计分. 每

个试次中选择接受(对应不实施第三方惩罚)、惩罚(对
应惩恶动机)或补偿(对应扶弱动机)1次, 即在该类型中

计1分, 最高3分; 得2分和3分的被试即被定义为此种

类型.

1.2 实验一的结果与讨论

1.2.1 有利不公平分配中儿童第三方惩罚情况

在有利不公平分配条件4-0中, 做出第三方惩罚的

儿童有79人(选择惩罚和补偿), 占比为72.5%, 选择接

受类型共30人, 占比为27.5%. 做出第三方惩罚的人数

比率显著高于接受组, χ2(1, N=109)=31.51, P<0.001. 上
述结果说明, 在有利不公平分配条件下, 多数儿童都做

出了第三方惩罚行为.
分年龄来看, 面对有利不公平4-0分配时, 7~10岁

组儿童表现出第三方惩罚行为的比率分别为60%、

68%、69%和93%, 具体趋势见图2. 卡方分析表明, 不

同年龄组的人数差异不显著, χ2(3, N=79)=2.570,
P=0.463. 对各组频数的平均分进行差异性检验显示,
不同年龄组儿童(M7岁组=1.84, SD=0.21; M8岁组=1.93,
SD=0.20; M9岁组=2.10, SD=0.20; M10岁组=2.56,

SD=0.21)第三方惩罚的差异存在边缘显著, F(3, 105)=
2.393, P=0.073, η2=0.064. 使用最小显著性法(least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method, LSD)事后检验发现, 10岁组

选择第三方惩罚的频数显著多于7、8岁组(Ps<0.05);
其余各年龄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s>0.05).
各年龄组第三方惩罚情况平均数如图3.
1.2.2 有利不公平条件下第三方惩罚动机类型比较

在有利不公平4-0分配中, 惩恶动机共有25人, 占比

31.6%; 扶弱动机共54人, 占比68.4%, 具体对比见图4.
扶弱动机的人数显著多于惩恶动机, χ2(1, N=79)=10.65,
P=0.001. 以上统计结果说明, 在有利不公平条件下

7~10岁儿童第三方惩罚的主要动机是扶弱.
1.2.3 有利不公平条件下第三方惩罚动机的年龄差异

从分年龄来看,在有利不公平4-0分配时, 各年龄组

儿童表现出的扶弱动机均多于惩恶动机, 具体年龄趋

势及比例见图5. 另外, 在惩恶动机和扶弱动机选择人

图 1 (网络版彩色)实验用操作箱
Figure 1 (Color online) Operation boxes for experiments

图 2 不同年龄儿童在各分配条件下实施第三方惩罚的人数比率
Figure 2 Ratio of children in different ages who implement third-party
punishment in differen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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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比率上, 各年龄组的差异均不显著, 惩恶动机: χ2(3,
N=25)=3.96, P=0.266; 扶弱动机: χ2(3, N=54)=1.26,
P=0.74.

但从选择频数的平均分来看, 独立样本T检验显

示, 9岁组的惩恶频数(M=1.03, SD=1.08, N=31)显著多

于7岁组(M=0.54, SD=0.64, N=28), t(57)=2.12,
P=0.038, Cohen’s d=0.56. 10岁组的扶弱频数(M=1.61,
SD=1.02, N=31)显著多于9岁组(M=1.06, SD=1.00,
N=31), t(57)=2.14, P=0.037, Cohen’s d=0.55. 其余各

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1.2.4 小结

实验一发现, 在有利不公平分配(4-0)条件下, 多数

7~10岁儿童大都做出了第三方惩罚行为, 且第三方惩

罚的动机表现为扶弱. 以往有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

论: 儿童会选择把被偷盗的东西物归原主, 呈现出扶弱

动机, 并没有选择对偷盗者进行惩罚[38].
从年龄角度来看, 有利不公平条件下(4-0), 随着年

龄的增长, 儿童表现出第三方惩罚行为的人数比例也

随之上升, Li等人[31]在中国儿童群体中也发现了相同

趋势. 在选择第三方惩罚的儿童中, 惩恶动机驱动第三

方惩罚的人数稳健增长; 同时虽然多数儿童都表现出

扶弱动机, 但是扶弱类型的人数比例在9岁出现拐点,
7~9岁儿童补偿的人数比例下降, 9~10岁儿童补偿人数

比例上升, 这可能与儿童希望维持未来公平有关[21].

2 实验二: 不利不公平条件下儿童第三方惩
罚的动机

实验一通过研究有利不公平下第三方惩恶动机发

现, 大部分儿童都会选择补偿分配者, 即呈现扶弱动机.
研究表明, 儿童中期能够针对不利不公平实施第三方

惩罚[10]. 为探查实验一的结论在不利不公平条件中是

否也稳健存在, 设计实验二, 进一步考察小学儿童在不

利不公平条件下第三方惩罚动机的模式, 从而与实验

一的结果形成印证.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采用G*Power3.1软件进行功效分析显示: 取效应

量d=0.50, 显著性水平α=0.05, 被试数量达到69人时,
卡方检验才能达到95%(1–β)的统计检验力. 本研究选

取山东省临沂市某小学1~4年级7~10岁122名小学生.
各年龄组人数及年龄为 : 7岁组28人 (女生13人 ,
M=6.96, SD=0.29), 8岁组32人(女生17人, M=8.04,
SD=0.30), 9岁组31人(女生16人, M=8.98, SD=0.31),
10岁组31人(女生15人, M=10.09, SD=0.30). 所有被试

以往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任务. 实验进行前获得儿童

图 3 4-0分配下各年龄组第三方惩罚得分. * P＜0.05
Figure 3 The score of third-party punishment in each age group in 4-0
distribution. * P＜0.05

图 4 不同分配方案下儿童的动机. ** P＜0.01; *** P＜0.001
Figure 4 Children’s motivations in different distribution schemes.
** P＜0.01; *** P＜0.001

图 5 4-0分配下不同动机的年龄趋势
Figure 5 Age trend of different motivations under 4-0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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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2.1.2 实验设计

实验为4(年龄: 7、8、9、10岁)×2(动机类型条件:
惩恶、扶弱)的两因素被试间设计, 年龄和类型为自变

量, 因变量为被试的第三方惩罚选择(惩罚或补偿). 实

验二设计为3个公平试次和3个不利不公平试次. 在公

平试次中, 分配者保留2个本子, 分配给接受者2个本子

(2-2). 在不利不公平试次中, 分配者保留0个本子, 分配

给接受者4个本子(0-4). 公平试次和不利不公平试次按

照拉丁方设计的顺序呈现. 被试的选择及每种选择的

意义同实验一.
2.1.3 实验程序

熟悉阶段的程序同实验一, 正式施测阶段呈现公

平分配(2-2)和不利不公平分配(0-4), 每种分配方式各

呈现3个试次. 被试的选择和收益同实验一, 如表1所示.
实验二中的实验材料、范式、编码和计分均与实

验一相同.

2.2 实验二的结果与讨论

2.2.1 不利不公平条件下儿童第三方惩罚情况

在不利不公平分配0-4中, 做出第三方惩罚的共86
人, 占比70.5%; 选择接受不公平分配的共36人, 占比

29.5%. 二者差异显著, χ2(1, N=122)=20.49, P<0.001. 以
上结果说明, 在不利不公平(0-4)分配条件下, 多数儿童

也都做出了第三方惩罚行为.
从年龄来看, 面对在不利不公平0-4分配时, 7~10

岁组儿童表现出的第三方惩罚行为的比率分别为

68%、69%、68%和77%, 该趋势与有利不公平分配条

件下基本一致(图2). 与实验一结合, 可以发现, 随着年

龄增加, 选择第三方惩罚的人数比例整体呈现上升趋

势. 卡方分析表明, 不利不公平(0-4)条件下, 不同年龄

组的人数差异不显著, χ2(3, N=86)=0.605, P=0.895.
2.2.2 不利不公平条件下第三方惩罚动机类型比较

如图4所示, 在不利不公平0-4分配中, 在第三方惩

罚中呈现惩恶动机的共25人, 占比33.3%; 扶弱动机50
人, 占比66.7%. 卡方分析表明, 不同类型的人数差异显

著, χ2(1, N=75)=8.33, P=0.004, 扶弱动机人数多于惩恶

动机人数. 上述统计说明, 7~10岁儿童在不利不公平条

件下第三方惩罚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扶弱动机.
2.2.3 不利不公平条件下第三方惩罚动机的年龄差异

在不利不公平0-4分配时, 被试具体年龄趋势及比

率见图6. 卡方分析表明, 惩恶动机中, 不同年龄组的差

异不显著, χ2(3, N=25)=1.40, P=0.706. 扶弱动机中, 不
同年龄组的差异不显著, χ2(3, N=50)=1.36, P=0.715.
2.2.4 不同不公平程度下第三方惩罚动机比较

惩恶动机在有利不公平4-0分配中共有25人, 占比

31.6%; 在不利不公平0-4分配中共25人, 占比33.3%. 卡
方分析表明, 惩恶动机在不同不公平程度下的第三方

惩罚人数差异不显著, χ2(1, N=50)=0.00, P=1.00. 扶弱

动机在有利不公平4-0分配中共54人, 占比68.4%; 在不

利不公平0-4分配中共50人, 占比66.7%. 卡方分析表明,
扶弱动机在不同不公平程度下的第三方惩罚人数差异

不显著, χ2(1, N=104)=0.154, P=0.695.综上结果表明,两
种不公平程度对7~10岁儿童整体的第三方惩罚动机影

响不显著.
从年龄来看, 惩恶和扶弱动机在每个年龄段的具

体人数比率详见图5和6, 卡方分析表明, 不同年龄和不

公平程度下的惩恶动机人数差异不显著, χ2(3, N=50)=
3.333, P=0.343, Cramer’s V=0.358. 不同年龄和不公平

程度下的扶弱动机人数差异也不显著, χ2(3, N=104)=
1.059, P=0.787, Cramer’s V=0.101.
2.2.5 小结

在不利不公平条件(0-4)下, 多数儿童仍然做出第

三方惩罚; 且随着年龄增长, 出现第三方惩罚行为的人

数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 与有利不公平分配情境下的

结论一致: 儿童在不利不公平分配中, 第三方惩罚的主

要驱动也为扶弱动机.
具体从年龄来看, 惩恶和扶弱的人数均在9岁出现

拐点. 随着年龄增加, 扶弱动机在7~9岁的人数比例上

升, 9~10岁的人数比例下降. 与此相反, 惩恶动机在7~9
岁的人数比例下降, 9~10岁的人数比例上升, 这可能与

儿童利他行为[39]和不公平厌恶发展[10]有关. 从两种不

公平程度下第三惩罚动机比较中可以看出, 不公平程

图 6 0-4分配下不同动机的年龄趋势
Figure 6 Age trend of different motivations in 0-4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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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对儿童的第三方惩罚动机影响不大, 这与文献

[37]的研究结论一致.

3 讨论

3.1 7~10岁儿童倾向于第三方惩罚

以往研究表明, 面对不公时, 与无动于衷相比, 儿

童更倾向于做出第三方公正行为, 即对违规者进行第

三方惩罚[40].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进一步丰富了不公

平分配的方式, 发现不论是在有利不公平(自私), 还是

不利不公平(慷慨)条件, 作为第三方个体的7~10岁儿童

面对不公平分配时, 不仅能够进行第三方惩罚, 还能为

实施第三方惩罚付出成本代价.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支

持和扩展了以往关于儿童第三方惩罚的研究. 儿童对

公平观念认知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多数小学儿

童面对道德规则被违反时, 表现出第三方惩罚行为. 已
有研究发现, 小学儿童逐渐获得对公平观念的认知[41];
习得了处理个体与他人之间正义、公平和权利的基本

道德准则. 他们开始坚持公平和公正世界的原则, 偏好

也倾向于公平分配的道德判断和决策[42].
此外, 本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增加, 选择第三方惩

罚的人数比例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以往研究也得出了

相同的年龄趋势[31]. 从道德义愤来看, 小学儿童作为不

相关的第三方个体, 在面对不公平时, 会表现出道德义

愤[43], 即对不公平行为的愤怒和厌恶. 这种对不公平的

道德义愤情绪也驱使儿童做出第三方惩罚的决策, 实

施惩罚违规者和为受害者提供帮助的行为. 且年龄越

大, 对不公平的厌恶程度越高[42], 因此第三方惩罚的人

数和频数也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阶段的儿童在不

利不公平厌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对有利不公平的

厌恶[29]. 所以即便是0-4(慷慨)这种使对方获得更多收

益的分配方式, 儿童也会对其进行惩罚, 本文两种条件

下的实验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

3.2 7~10岁儿童偏好第三方惩罚的扶弱动机

综合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来看, 7~10岁组儿童

第三方惩罚扶弱动机的人数都远远多于惩恶动机的人

数, 实验一在不利不公平条件下, 有68.4%的第三方惩

罚都是出于扶弱动机, 实验二的不利不公平条件也有

66.7%的儿童表现出扶弱动机, 即扶弱动机不仅适用

于有利不公平条件下, 亦适用于不利不公平. 这意味

着7~10岁的中国儿童第三方惩罚动机多表现为扶弱

动机. 可以从3个方面解释儿童第三方惩罚中的扶弱

动机.
首先, 儿童希望与助人者以及亲社会行为产生心

理联结. 助人是利他行为最早的表现之一[41], 帮助别人

是人类对他人幸福的一种普适性共情关注, 而扶弱行

为被认为是共情和利他行为; 本研究中的第三方惩罚

需要个体付出代价, 在4-0和0-4两种不公平条件下, 对

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扶弱行为是一种利他的亲社会体现.
反观惩罚, 即便是正义性惩罚, 依然被认为具有攻击性

行为. 因而, 比起做出惩恶行为的个体, 那些助人者会

被儿童视为更加可靠可信, 也更可能成为儿童未来交

往合作的伙伴[8]. 例如, 有研究发现, 儿童偏好物归原

主的助人行为, 而不是惩罚违规者[32,38]. 同时, 儿童的

助人倾向也表现在资源分配中, Kenward和Dahl[44]研究

发现, 当儿童被要求在一个自私的木偶(之前阻碍过其

他木偶)和一个善良的木偶(之前帮助过其他木偶)之间

分发3块饼干时, 他们倾向于给善良的木偶更多饼干.
此外, 在本实验进行过程中, 当主试询问儿童为何选择

补偿时,被试诸如“希望他们都有,就不会吵架”“想让他

们都多拿一些本子”的回答也体现了助人行为.
其次, 儿童偏好利益最大化的公平. 儿童在进行第

三方惩罚时, 既可以选择惩罚违规者, 也可以对受害者

进行利他性补偿. 研究发现, 小学儿童获得公平世界的

准则, 体验到道德义愤的情绪时, 虽偏好维护公平, 倾

向于做出第三方公正的惩罚行为, 但他们更偏好既能

维持公平, 也能保证所有人的利益都最大化的行为––
—利他性的补偿行为[45]. 本研究中设置的扶弱动机就

是这样一种既能保证公平也能共赢的行为, 补偿选项

在不惩罚占据资源较多一方(即“恶”者)的前提下, 帮助

资源较少的一方(即“弱”者)实现公平. 这不仅使接受者

和分配者均获得相等数量的本子, 且博弈双方均能得

到数量最大化的本子, 实现共赢. 而惩罚违规者仅仅维

持了公平, 并没有使得大家的利益最大化, 这一偏好在

成人的实验中也得到了印证[22,46]. 这种偏好的原因可

以从利己和风险控制角度进一步挖掘. 个体实施由扶

弱动机驱动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既维护了公平, 又没有

对违规者造成损失, 能够达到“利己不损人”的效果. 从

利己角度来讲, 高成本信号理论(costly signaling theory)
认为, 高成本行为会被旁观者视作一种可靠品质的信

号, 个体可以通过高成本的付出行为体现自己的品

质[47,48]. 本研究中的补偿设定为需要付出成本的第三

方惩罚, 个体通过补偿这种高成本行为进行公平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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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他人释放自己值得信赖的信号[8]; 同时补偿可以

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个体使用双方都满意的策略

维护社会规范, 能够释放个体具有较好社会问题解决

能力(social problem-solving)的信号, 使个体获得声誉

收益[49], 从而能够提升个体未来被选作合作伙伴的可

能性[50]. 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 扶弱动机驱动的第三方

惩罚没有使违规者付出代价, 且接受者和分配者均能

获得最大程度的收益, 因而能够减少个体实施惩罚遭

受到报复的可能性.
最后,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时代背景视角来看, 中

国文化倡导“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侠义行为, 国内已

有包括本文在内的实证研究发现, 多数儿童在面对不

公平分配时都会做出付出成本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一

定程度上印证了文化的影响. 同时, 儿童第三方惩罚背

后的动机也可能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元素, 其中儒家传

统文化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看重对人性的关怀, 如

“君子成人之美”“薄责于人”等都提倡帮助他人, 尽量

避免对他人的责备和惩罚[51]. 在面对惩恶扶弱这一课

题, 中国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儿童也可能受到仁者思想

的熏陶. 此外, 在我国实现了全面小康, 全民在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砥砺奋进的同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的“德”“仁”“大同”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也提供了“扶弱”动机蓬勃生长的沃土.

3.3 儿童第三方惩罚动机的发展特征: 扶弱和惩罚
并存

本研究发现, 7~9岁儿童第三方惩罚动机在两种分

配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实验一有利不公

平分配(自私)条件下, 7~9岁惩恶动机人数比例上升,
扶弱动机人数比例下降. 这种趋势变化的原因可能是

儿童对未来的担忧. 分配者做出的有利不公平分配会

被知觉为一种自私的行为, 也是违反公平规则的行为.
依据威慑假说(the deterrence hypothesis), 第三方个体

会基于违规者当下的行为推测出他(或她)在未来可能

也会伤害自己, 出于对违规者的威慑, 第三方个体会做

出惩罚行为[21]. 因而, 违规者未来遵守公平规范的可能

性上升, 伤害到第三方个体利益的可能性下降. 扶弱动

机虽能使独裁者博弈结果指向公平, 但是不会使分配

者获得教训. 与之相反, 在不利不公平分配(慷慨)条件

下, 7~9岁惩恶动机人数比例下降, 扶弱动机人数比例

上升. 慷慨形式的不公平分配被儿童觉知为助人行为,
该行为的目的是利他, 这与第三方惩罚的目的不谋而

合. 随着年龄上升, 儿童利他行为也逐渐增多[39]. 由于

本实验设置的惩罚形式会使行为的利他性消失, 所以

儿童面对慷慨的分配结果, 惩恶动机驱动的惩罚会减

少. 但是慷慨形式的不公平究其根本也是一种不公平,
因此不公平厌恶将会驱动儿童改变这种不公平[10]. 此

时, 儿童会选择一种“双赢”的第三方惩罚方式——“补
偿”. 该形式的第三方惩罚不会使慷慨的分配者“吃亏”,
也没有忽略接受者, 参与独裁者博弈的双方都可以收

获利益最大化的公平.
而对于9~10岁儿童, 本研究发现, 第三方惩罚动机

在两个实验中表现出类似的发展轨迹, 即惩恶动机逐

渐显现增多, 与扶弱动机并存. 9岁时, 儿童逐步发展出

更普遍稳固的公平准则[45], 他们的第三方惩罚动机不

再被不公平的方式所影响, 面对不同形式的不公平采

取的第三方惩罚方式也逐渐趋于稳健[52]. 在这一阶段

及之后, 儿童的惩恶动机整体表现出上升的趋势. 这

可能是由于他们对惩罚的负性认知会降低(惩罚是一

种攻击性或剥夺性行为), 逐渐意识到虽然扶弱动机

会使得分配结果指向公平, 但维持长久的社会公平可

能还需要惩罚这种更具威慑力的形式. 研究也发现, 9
岁时儿童开始将惩罚视为干预不公平更恰当的方

式[33].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揭示了7~10岁儿童第三方惩

罚的动机––––扶弱, 并初步描绘了学龄儿童第三方惩

罚动机的发展轨迹, 但以下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第

一, 本研究采用了极端不公平的差异分配, 以便更清晰

勾勒出儿童第三方惩罚的动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中
等程度的不公平分配背景下, 儿童是否仍然保持扶弱

动机还有待进一步地探究. 第二, 研究借鉴的第三方惩

罚经典的实验范式中, 惩罚、补偿和违规成本均为物

质形式, 其他类似社会排斥[53]
、流言[54]等非物质性违

规成本是否会影响儿童第三方惩罚的动机尚不清楚,
未来在此领域可继续深入. 第三, 本研究发现, 扶弱动

机适用于数量公平的规范, 但在其他形式的公平规范,
如规则公平、所有权规范等, 仍否适用, 尚待探究. 第

四, 虽然不同的不公平程度影响较小[37], 但从发展的视

角来看, 这一考量仍有必要, 后续研究设计中可以增加

对不同不公平条件的考量.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发现, 在面对不公平分配时,
多数7~10岁儿童会做出维护公平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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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第三方惩罚背后的动机多为补偿受害者的扶弱动机.
7~9岁儿童第三方惩罚动机发展的动机趋势受到不公

平方式影响; 9岁以后, 惩罚动机逐渐显现, 与扶弱动机

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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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惩恶还是扶弱: 7~10岁儿童第三方惩罚的动机”

Punishing perpetrators or compensating victims: The
third-party punishment motivation of children aged 7–10
Rui Ma1, Nan Wu1,2*, Moqian Tian1,2 & Zhen W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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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ftwunan@buu.edu.cn

Third-party punishment refers to paying the price for punishing unrelated violations. As an altruistic behavior aimed at
maintaining the social fairness norm, third-party punishment is widespread in children’s social interaction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motivations for third-party punishment. One is punishing the perpetrators (retribution), which means a third-party
individual punishes the perpetrators to increase their possibility of complying with the norms in the future. The other
motivation is compensating the victims (restoration), which means a third-party individual compensates the victims hoping
that the victims can get justice. But it remains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whether the primary motivation is to punish
perpetrators (retribution) or to compensate victims (restoration) in children’s third-party punishment.
Through two experiments based on the dictator game paradigm, we discuss costly third-party punishment motivations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ged 7–10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patterns of age changes. The subjects decided whether to
intervene in the distribution results after learning about the distribution results (equal or unequal) between the distributor
and the receiver as a third-party bystander. There were three intervention methods for the subjects to choose: Acceptance,
punishment, or compensation, among which punishment and compensation both required the subjects to pay the price.
The first experiment (N=109) explores the motivations and ag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ird-party punishment behavior in

children aged 7–10 under advantageous inequity conditions. It found that children predominantly display the motivation to
compensate the victims. Under advantageous inequity conditions (4-0), the proportion of choosing punishment shows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hoosing compensation has an inflection point at the age of 9. Among people choosing
compensation,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aged 7–9 shows a downward trend,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aged 9–10
shows an upward trend. The second experiment (N=122) further explores the performance of children’s third-party
punishment motivations under disadvantageous inequity conditions to verify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third-party punishment motivations of children remain unchanged, showing the
primary motivation to compensate the victims. Under disadvantageous inequity conditions (0-4), the proportion of both
punished and compensated individuals shows an inflection point at age 9, with the proportion of punished individuals
showing a downward trend at age 7–9 and an upward trend at age 9–10,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mpensated individuals
shows an upward trend at age 7–9 and remains stable at age 9–10.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and experiment 2, most children aged 7–10 are willing to accept third-party

punishment to maintain fairness and justice when facing unfair distribution, even if they need to sacrifice their own
rewards. And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is behavior is mostly a restorative one, aimed at compensating the victims.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al track of the third-party punishment motivation in children aged 7–9 shows two pattern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nequity types, while the developmental track after the age of 9 tends to be consistent; that is, the retribution
motivation gradually increases, coexisting with the motivation to compensate the victims.
Overall, our results enrich the literature on children’s third-party punishment motivations and the patterns of age changes

while also expanding our knowledge of the function of third-party punishment in humans.

third-party punishment of children, motivation, retribution,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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